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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基础研究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准确把握美国基础研究政策新动向，有利于为我国新时期基础研究政策调整和制定提供有益借鉴。通过对拜登政府科技决策机制和基础研究政策的新动向进行分析发现，拜登政府重新审视了“科技应有地位”的政策，不仅大幅提升了科学顾问团队地位，拓展了联邦政府的科技管理职能，而且推广ARPA模式来组织基础研究。在政策上，拜登政府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不断强化应用导向和成果转化导向，并十分重视对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和储备。而目前我国基础研究方面还存在着经费投入强度较低、战略需求导向布局不足、供给与需求不匹配、人才成长受到制约等问题。对此，要积极借鉴拜登政府的有益做法，多渠道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模，健全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管理机制，强化基础研究的系统发展观，完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培养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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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end of American Basic Research Polic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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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merican basic research has always been in a leading position.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new trend of American basic research policy is helpful t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China's basic research policy adjustment and formulation in the new period. By analyzing the new trends of Biden governmen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nd basic research policy, we find that Biden government has re-examined the policy of "due statu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ich not only greatly improves the status of scientific advisory team, but also expand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function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Continue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basic research,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the application orient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orientation, an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basic research talents.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China's basic research, such as low investment intensity, insufficient strategic orientation layout,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restricted talent growth and so on.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actively learn from the useful practices of Biden government,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scale of basic research funds through multiple channels, improve the strategic demand-oriented basic research management mechanism, strengthen the systematic development view of basic research, and improve the training and management of basic research talent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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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础研究是提高国家原始创新能力、积累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关系到国家安全、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历史经验表明，大国崛起的背后必然有强大的基础研究作为支撑。纵观世界科技强国，无一例外都是基础研究强国。随着全球科技竞争加剧，中国在关键核心技术上面临的“卡脖子”问题进一步凸显，进而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近年来，我国十分重视基础研究，《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新形势下加强基础研究若干重点举措》等一系列政策文件的出台强化了基础研究的重要地位。“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更是将基础研究放到重要位置，首次设立了到2025年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达到8%以上的发展目标。但是，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相比，我国基础研究短板依然突出。
美国是科技强国，也是基础研究强国，其基础研究政策一直受到V.布什思想的影响。在《科学：无止境的前沿》中，V.布什提出“基础研究的繁荣自然会满足国家目标，国家不需要按社会经济目标为科学设立优先选择的目标和路径，应该提供稳定的资金支持保证探索自由”[1]。自二战以来，美国政府始终把加强基础研究作为重要的科学政策之一，这也是美国能够长期保持基础研究总体水平雄居世界之首、诺贝尔奖得主数量居世界第一的主要原因[2]。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究与发展（Research & Development, R&D）经费的比例在保持较高的水平[3-5]，且联邦政府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长期稳定在23%左右[6]。美国通过增加对国立科研机构拨款[7]、引导企业基础研究投入[8]等手段不断强化基础研究重要地位。与特朗普政府“蔑视科学”的科技价值观和削减研发经费[9]的做法相反，拜登从竞选开始就一直宣扬要将科技研发作为总统任期的基石，提出将基础研究和发展作为优先事项[10]，并不断调整基础研究政策。在新一轮全球科技竞争格局调整中，美国将中国作为重要威胁，希望通过保持基础研究优势保持其在全球的科技领先地位。同时，美国意识到科技创新必须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更大的作用，开始强调从基础研究到试验开发的全创新链条整合。因此，对基础研究政策的调整全面的反映到美国科技政策中，通过长期、持续性的基础研究投资巩固美国强大的科技创新地位已成为拜登政府的共识。为了更好地把握美国基础研究政策最新趋势动态，本文将充分分析拜登政府基础研究政策调整动向，力图为我国新时期基础研究政策调整和制定提供有益借鉴。
2 美国政府科技决策机制新动向
二战以来，科技的影响逐渐显现并深刻的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科技政策也成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内容。美国高度重视科技发展，并逐步形成了“集中协调、分散管理”的科技决策机制（图1）。美国联邦政府不设立对科学技术发展行使全面管理职能的部门，“集中协调”主要是通过联邦政府的科技发展计划和预算的决策过程来实现。其中，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是总统行政办公室与联邦部门和科技界之间的重要沟通渠，主要负责制定科技政策和科研预算[11]；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NSTC）是最高层次的科技决策协调机构，主要负责协调联邦机构科技战略；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是（The President’s Council of Advisor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CAST）最高科技决策咨询机构，主要负责向总统提供咨询和反馈[12]；总统预算办公室负责将各个联邦机构的预算方案统一汇编成为统一的联邦预算，并提交总统审核。“分散管理”是指美国联邦政府各有关部门和机构根据其特定的使命行使对研究与发展活动的资助和管理职能。其中，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HHS）、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DOE）、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国防部（Department of Defense，DOD）和农业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USDA），这6个部门的基础研究预算总和占联邦政府基础研究预算总额的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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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国联邦政府基础研究相关部门和机构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白宫网站的部门组织结构和职能绘制
拜登政府积极谋划布局科技发展战略，高度重视科技政策在国家决策中的重要地位，主要体现在重新审视“科技应有地位”政策、大幅提升科学顾问团队地位、拓展NSF的科技管理职能、推广ARPA模式组织基础研究四个方面。
（1）重新审视“科技应有地位”的政策。奥巴马政府十分重视科技创新，先后制定了三版《美国创新战略》，加强了美国在创新政策方面的顶层设计。奥巴马一上任就通过《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案》，加大研发经费投入，批准1000亿美元的科学技术经费，在2011年还提出要让美国的研发经费投入总额达到GDP的3%[13]，主张基础研究高投入和关键基础研究机构的预算翻倍[14]。特朗普政府主张减少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非国防科研投入，每年都在削减科学预算。与特朗普不同，拜登在竞选时期就承诺当选后他将延续奥巴马时代重视研发投入的战略和“再工业化”战略，呼吁制定全面的“制造和创新战略”，重视研发投入和基础研究投入，注重对美国本土科技产业和新兴产业的支持，从而巩固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和制造业领域的领先地位[15]。同时，拜登还提出建立50个以上的“美国制造”技术中心，将联邦投入建设的美国制造业创新研究所与地方的商业发展和就业联系起来。
（2）大幅提升科学顾问团队的决策地位。OSTP的主任和四名副主任任命均需总统提名并通过国会批准，是美国对科技政策重视程度的重要体现。与特朗普上任时没有任命总统科技顾问和OSTP主任的做法不同，拜登上任后就高调任命人类基因组图谱绘制的主导者之一埃里克·兰德为OSTP主任，并首次将其纳入内阁，大幅提升了科学顾问团队在国家决策中的地位。OSTP新任职人员中包含来自生物、化学、物理、天文、社会等各个学科领域的专家，体现了拜登政府科学顾问团队在学科领域上的多元化。同时，拜登在OSTP新设立了专门负责“科学与社会”的高级别职位，任命社会学家阿隆德拉•纳尔逊就任此职，以加强科学与社会的联系。
（3）拓展NSF的科技管理职能。NSF作为美国联邦政府专业性的资助机构，对美国的基础研究发展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2020年5月，美国参众两院提出《无尽前沿法案》，改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为国家科学技术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 Technology Foundation，NSTF），增设技术局。这一提案将NSF的职能从资助基础研究拓展到关键技术开发。2021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等一揽子法案，提出在NSF设立技术和创新理事会（Directorate for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DTI），重点关注与美国地缘战略相关的关键技术领域基础研究、商业化及技术创新。这意味着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开展的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究，已经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科技管理的重要责任。
（4）推广ARPA模式组织基础研究。以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科技创新治理为代表的ARPA模式逐渐成为美国乃至全球牵引高新技术发展的经典模式[16]。DARPA是美国国防部重要的预研创新管理机构，坚持“面向前沿、面向未来、面向突破”的选题理念，主要从事前瞻性、颠覆性、高精尖技术研发，以保持美国在关键技术领域的绝对领先优势[17]。为更好的满足国家需求，增强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拜登政府继续推行“能源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for Energy，ARPA-E），并启动“气候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Climate，ARPA-C），2021年4月，拜登发布了一份拟议预算，其中包括为ARPA-C和ARPA-E拨款10亿美元[18]。同时，拜登政府发布一项65亿美元的预算申请，提议在NIH内启动新的政府机构“卫生高级研究计划署”（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for Health，ARPA-H）。ARPA模式的广泛推动和应用意味着新时期美国对战略需求导向的科技资助模式的进一步加强。
3 美国基础研究政策新动向
3.1加大联邦政府基础研究投入
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在全球一直保持领先地位。从奥巴马时期到特朗普时期（2012年~2020年），美国政府的基础研究预算总额从309.59亿美元增加至417.55亿美元，占R&D经费的比重从22.35%上升至27.67%（表1）。尽管如此，美国仍然提出必须大幅增加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资金投入。2020年11月，拜登上台前期，美国国会两党合作的中美科技关系工作小组发布《应对中国挑战：美国科技竞争新战略》提出，联邦政府基础研究经费总额至少提高到GDP的0.3%。同时，美国联邦政府于2021年5月发布2022财年R%D预算，提出2022财年R&D预算总额为1722.66亿美元，其中基础研究经费预算总额474.66亿美元，占R&D经费的比例达到27.55%，增幅达11.63%。
表1 2012-2022年美国联邦政府基础研究预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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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国自然科学基金网站，网址为https://ncses.nsf.gov/pubs/nsf21329. 
3.2以应用为导向拓展基础研究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和中美科技竞争使美国深刻意识到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作用，因此强调战略导向的科研资助模式逐步反应在美国科技政策中。“应用激发研究”的支持会让科研事业更稳健、更富活力，即便没有任何新资源投入，NSF也应向此转向[19]。2020年5月《无尽前沿法案》中提议未来5年向NSF额外拨付1000亿美元资助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生物技术、网络安全等10大关键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这一提案强调了NSF资助项目的任务导向，意味着美国建立基础研究与关键技术融合的资助模式已经初见端倪。拜登上台后，宣称要加强联邦政府投资，实施“新的突破性技术研发计划”，重点投资能够提升美国竞争力的关键技术，包括5G、人工智能、先进材料和生物技术。2021年1月4日，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ITIF）”发布《国会和拜登政府在2021年推进优质技术政策的24种方法》提出，国会应该按照两党的《无尽前沿法案》的提议，大大增加联邦对关键技术的研发支持，大幅增加对先进产业研发的资助。2021年3月，美国众议院科学委员会提出的《NSF未来法案》中提到要聚焦核心科技发展和应用。同月，拜登在“美国就业计划”中也提出将通过NSF建立一个聚焦半导体等五大领域的技术部门，进一步强化了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2021年9月，美国政府发布《2021财年政府研发预算重点》备忘录，列出了美国2021年在国家安全、未来产业、能源环境、健康生物与太空探索等五大研发方向，并提出了支持高风险、高回报的变革性研究等五大重点举措，进一步强调了科学研究与产业发展的结合。这些基础研究政策的调整意味着美国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资助已经逐步拓展到应用导向基础研究。
3.3提升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效率
在反思美国创新体系的基础上，美国政府意识到需要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提升基础研究成果的转化效率，改进对经济的贡献。2020年5月NSF发布《2030年愿景》提出，要充分利用美国基础研究的领先优势，推进“发现”向“创新”的转化，召集大学、企业和各州合作伙伴，研究基础研究成果转移转化的最佳实践。《无尽前沿法案》提出，美国要强化从应用基础研究、教育培训、技术转移转化、创新创业等涉及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创新的全链条资助。2021年1月，PCAST提交了“一号报告”《未来产业研究所：美国科学与技术领导力的新模式》，提出聚焦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科学、先进制造、生物技术和先进通信网络五大未来产业，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组建未来产业研究所，旨在通过多部门协同和多领域合作促进从基础、应用研究到新技术产业化的创新链的全流程整合。同时，美国更加重视对区域创新的布局。2021年6月，《美国创新战略与竞争法案》的无尽前沿法案部分提出要建设10个区域创新中心，并由制造业创新研究院在推动特定技术发展的同时加强科技成果的向外辐射转化，从而带动区域制造业创新能力提升。一系列的政策动向表明，美国将强化科学、技术和创新的紧密联系，使科研成果能够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更多的推动作用。
[bookmark: _Hlk71727004]3.4重视基础研究人才培养储备
拜登政府将一改特朗普时期逆全球化的人才政策，大力吸引全球优秀的基础研究人才。根据美国移民局数据，2019财年（特朗普时期）中国申请人的EB1总申请量是6814件，仅仅2689件获批，总体批准率仅仅为39.5%，远远低于其他国家的50%的审批率。2021年1月，新美国安全中心发布《掌舵：迎接中国挑战的国家技术战略》指出，美国人力资本形势堪忧，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 and Mathematics）人才输送正在恶化，吸引和留住人才成为国家间竞争中的零和因素。因此，该报告提议拜登政府必须制定国家人力资本战略，扩大公共和私有部门的STEM教育和培训，以培育和维持美国的科技劳动力。同时拜登政府认为，优秀人才流失到外国经济体将极大的损害美国的经济竞争力。2021年1月20日，拜登上任之初提出全面移民计划，被认为是数十年来对美国移民系统最大的立法改革。拜登政府对移民持更友好和欢迎的态度。移民法中以“非公民”（noncitizen）取代“外国人”（alien）一词意味着拜登政府承认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2021年2月，拜登政府推出“2021美国公民法案”，提出STEM专业取得博士学位留学生在申请职业移民绿卡时不受绿卡名额限制，同时增加了高技能签证的数量并取消国别限制。同时，拜登还解除了军民融合（Military-civil Fusion，MCF）大学的入境禁令和《禁止部分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的禁令。对比特朗普政府，这一系列调整将为美国科研活动注入强大的生命力，拜登政府放宽高水平人才的移民政策意味着美国正在迅速重回全球科技人才争夺战。
4 我国基础研究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4.1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强度较低 
近年来，我国一直十分重视基础研究，但是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一直处于较低水平。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总额占GDP的比重达到0.13%，但是这与韩国（0.68%）、美国（0.45%）、日本（0.4%）相比仍然较低。2020年，中国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算中基础研究的投入规模为671.22 亿元（约97.28亿美元），约为GDP总量的0.07%，只有美国联邦政府基础研究投入规模的20%。可见，我国基础研究投入规模与经济规模不匹配。此外，近十年来，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的比重徘徊在5%左右，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首次突破6%，但是美国、韩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15%-25%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0]。
表2  2013-2019年各国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的比重（%）
[image: ]
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4.2需求导向基础研究布局不足
需求为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是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环节，需要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进行前瞻部署，最终体现国家目标。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不存在截然区别的界限，基础研究会导致实用技术的突破，应用研究也可能产生原始发现[21]。随着科技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日益增加，科技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从传统的兴趣驱动为主全面转变为社会发展需求驱动为主[22]，需求导向科技研究的意义更加凸显。但是当前我国在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方面布局不足。一方面，支持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经费稳定比例不足。长期稳定的经费资助有利于形成良好稳定的创新环境，从而产生高质量的创新成果[23]。目前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中，对科研院所的稳定资助经费占经费总额的比例仅为30%左右，而美国稳定支持科研院所开展基础研究的经费占比高达60%-70%[24]。另一方面，基础研究资助模式主要以支持项目为主。基础研究主要采取兴趣导向为主的“自下而上”的竞争性资助模式，对研究团队的稳定支持力度不够，难以开展前瞻性、系统性的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发。这种自下而上、竞争性为主的投入方式导致我国在开展基础科学研究、布局前沿领域、基础和核心技术突破方面受到制约。实际上，大量前瞻性基础研究、战略高技术研发具备很强的应用导向和问题导向性质，需要国家超前部署，自上而下的提出研究需求，切实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战略问题。
[bookmark: _Hlk71816147]4.3基础研究供给与需求不匹配
科技、经济“两张皮”问题长期存在，创新链和产业链融合不足甚至“脱钩”一直是是科技政策亟需解决的问题[25]。美国二战后一直遵循“美国基础研究——美国应用研究——美国开发研究”的发展模式，强调创新全链条的融合。研究发现，基础研究投入可以持续提升产业创新绩效，一部分通过基础研究的自主创新激励效应实现，另一部分通过提高应用研究的技术吸收能力间接实现[26]。因此，加强基础科学领域的成果转化，打通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技术创新通道是提升我国创新能力的关键。目前，我国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与经济、产业发展相对独立。一方面，基础研究领域部署与国家总体战略部署结合不紧密，基础研究活动更多的是基于研究兴趣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圈子”中运作，难以为国家需求提供系统性解决方案。另一方面，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整体协同性不高。目前我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应用研究与试验开发之间的还没有形成有效关联：基础研究成果难以为产业发展提供前沿技术供给，产业技术吸收能力与运用能力难以为基础研究提供有效需求，导致基础研究成果与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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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基础研究队伍是我国基础研究能力和水平的基本保障。当前，我国基础研究队伍仍不满足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要求。一是科学教育有待加强。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了素质教育理念下的科学教育课程标准，从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科学课程的修订过程看，各学段的科学教育缺乏整体性，加之高考为指挥棒使得科学教育仍被视为“副科”。二是对青年科技创新人才的支持缺乏针对性，没有把人才支持与人才培养很好的结合起来。一方面，在职业生涯早期，青年科技创新人才需要大量的申请竞争性项目，难以获得稳定的研究经费支持；另一方面，虽然国家出台了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等多种面向高层次人才的分配形式但科研人员稳定性的薪酬体系尚未建立，难以为科研人员提供潜心研究的环境。三是顶尖基础研究人才和团队比较匮乏，特别是缺乏能够心无旁鹜、长期稳定深耕基础理论的研究队伍。四是顶尖理工科人才流失，基础研究队伍缺乏后备军。在我国留美博士中，有79.4%的人会选择留在美国发展，这意味着高精尖人才愿意回国的屈指可数。
5 政策建议
5.1多渠道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规模，强化政府作用，建立多元化投入体系
一是逐步提高中央财政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的资助比例和规模。2021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大幅增加基础研究投入，中央本级财政中基础研究支出将增长10.6%。在此基础上，要逐年保持基础研究投入的稳定增长。二是要发挥地方政府对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作用。对地方政府的科技投入以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比例应根据不同情况在考核中适当要求。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设立省市自然科学基金，建设地方实验室、创新平台等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三是建立社会力量参与基础研究的畅通渠道。从税收优惠、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风险投资、成果转化等多个方面充分激发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活动的积极性，鼓励社会力量直接捐助或成立基金支持大学、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
5.2健全战略需求导向的基础研究管理机制，加强建制化定向性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的概念和范畴不断拓展，不再单指以自由探索为目的的科学研究活动，而是将自由探索与战略需求导向相结合。因此，在基础研究的管理上，需要注重将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纳入到一个盘子考虑，加强我国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前沿引领技术、战略高技术领域的创新能力建设，促进我国在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工程科学突破以及战略高技术创新，形成基础性、前瞻性、战略性研究的资助体系。同时，需要建立面向需求和问题的重大科技项目选题和管理机制。研究项目上，需着眼于国家未来发展战略需求，坚持“应用需求明确、技术突破明显”，强调出新思想、新概念，敏锐把握真正具有颠覆性作用的创新科技。在项目管理上，强调目标导向和成果导向，强化科技主管部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总体管理，提高项目承担单位的协同创新能力，以集成性、系统性成果作为重大科技项目的考核方向，避免出现系统性项目碎片化。
5.3强化基础研究的系统发展观，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共性技术研发再到成果转化的完整创新链
加强研发活动的全链条布局，形成科学研究、技术研究、工程研究和生产制造的无缝衔接乃至一体化进程，形成推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的强大合力。一方面，支持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同承担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强基础研究与产业链、需求链的紧密衔接，提升科技供给能力和水平，引领带动相关主体的协同创新，形成基础研究和产业化发展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深化产权制度改革，鼓励将符合条件的由财政资金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企业使用。
5.4完善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培养和管理，建立符合基础研究规律的人才发展机制
加强STEM人才的培养，强化科学教育在人才教育中的作用，将科学教育纳入跨机构、跨部门的重大战略规划，确立科学教育和科学课程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阶段科学素养的培养。创新科技人才培养模式，建立符合科技活动需求的研究生教育培养制度，建立“重大科技创新平台+重大科技项目”相结合的高水平人才培养模式，在重大科技活动实践中培养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团队。在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问题的科技创新活动中，对人才的支持由“支持项目”向“支持团队”转变，使科研团队逐步形成技术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前瞻性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领域形成自有能力。完善科研人员评价和奖励制度，以解决重大战略性科技问题的能力为标准，强调长期考核和稳定资助，杜绝多头拿项目，分散精力，坚持“能者上，劣者下，庸者让”原则，给人才以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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